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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華南開發的重要階段，無論是廣東，廣西還是福建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從歷史
的角度來看，明代華南的開發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進行深入探討。最近幾十年，有不少
學者對華南地區的歷史地理進行過研究，但涉及明代華南開發的論著較少。我曾閱讀過一些有關明
代華南開發的原始資料。周佳榮博士和李金強博士讓我給大家講一講明代華南的社會風貌。我覺得
這個問題很重要，但很難講好。現在，我準備從四個方面勾劃明代華南的社會風貌。不妥之處，請
大家多多指教。

　
　

一、人口結構複雜，民風比較淳樸　

    明代華南的載籍戶口最多時有837萬1，這個數字是保守的，實際人口可能比這個數字要多2。據
文獻記載，明代華南的人口是由不同民族、不同性別、不同職業的人構成的，情況相當複雜。

    從民族結構來看，明代華南的人口分屬於不同的民族。雖然載籍戶口大部分都是漢族人口，但
其他民族人口在當時華南人口中也佔有一定的比重。廣西是華南地區民族最多的省份。計有漢、
壯、瑤、苗、侗、黎、畬、仡佬等十幾個民族。少數民族比漢族多。壯族和瑤族人口眾多，分布廣
泛，在廣西的民族中佔有重要地位。廣東也是民族成份比較複雜的地方，有漢、瑤、黎、壯、苗、

回、畬等。漢族的分布很廣泛。其他民族在分布方面都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3。瑤族和黎族
人口較多，瑤族主要生活在廣州、高州、韶州、肇慶、廉州五府和羅定州的山谷中，此外，潮、惠
二府的山谷中也有零星分布。黎族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絕大部分聚居於瓊州府中部和
西部地區的大山深處，熟黎則主要生活在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帶，往往與漢族雜居相處。福建的少數
民族較少，祇有畬族和回族。如果加上高山族，也祇有三個少數民族。畬族主要分布在福州府和福
寧州所轄的侯官、連江、羅源、閩清、永福、古田、寧德、福安等縣。此外，潮州府的龍岩等縣也
有少數畬人。回族在福建的人數比畬族更少，主要分布在泉州府的晉江、惠安二縣，福州府的閩
縣、侯官和邵武府的邵武等縣也有分布。高山族人居住在汀州府的寧化縣，是從臺灣遷移而來的。

顯然，明代華南民族眾多。各民族的發展程度雖然不同，但都是華南地區開發的重要力量4。

    就性別結構而言，明代華南的人口存在著男多女少的問題，有些地方的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
比如，福建福寧州嘉靖十一年（1532）有男11,245，女7,120，男女之比為1.58 : 1。嘉靖四十一年
（1562）有男10,995，女7,717，男女之比為1.42 : 1。萬曆二十年有男11,163，女8,072，男女之比為

1.38 : 1。男多女少的情況十分明顯5。廣東瓊州府正德七年（1512）有男179,524，女70,619，男女比
例為2.54 : 1。其中，瓊山縣有男57,266，女21,572，比例2.65 : 1。澄邁縣男20,892，女6,240，比例
3.35 : 1。臨高縣男28,977，女4,305，比例6.73 : 1。定安縣男8,757，女4,652，比例1.88 : 1。文昌縣男
12,708，女6,589，比例1.93 : 1。會同男2,650，女1,260，比例2.1 : 1。樂會縣男8,022，女5,425，比例
1.48 : 1。儋州男15,078，女5,043，比例2.99 : 1。萬州男9,011，女5,474，比例1.65 : 1。崖州男

10,586，女7,350，比例1.44 : 1 6。男女之比較福寧州更為懸殊。廣西嘉靖元年（1522），男
600,819，女453,933，比例為1.32 : 1。其中桂林府男171,413，女136,343，比例1.26 : 1。柳州府男



91,125，女70,521，比例1.29 : 1。慶遠府男61,211，女42,486，比例1.44 : 1。平樂府男19,534，女
12,843，比例1.52 : 1。梧州府男90,862，女82,464，比例1.1 : 1。潯州府男40,350，女35,122，比例

1.15 : 1。南寧府男58,566，女37,495，比例1.56 : 1。太平府男21,600, 女18,340，比例1.18 : 1 7。上述
情況表明，男多女少是明代華南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

    明代華南人口的職業結構也比較複雜，有民戶、軍戶和匠戶等等，各地的情況頗不相同。福建
福寧州在嘉靖十一年有戶6,138，其中民戶5,090，佔總戶數的82.9%；軍戶1,024，佔16.7%；匠戶
12，所佔比例極小。廣東瓊州府正德七年有54,798戶。其中民戶43,174，佔總戶數的78.8%；軍戶
3,336，佔6.1%；雜役戶7,747，佔14.1%。廣西桂林府嘉靖元年有戶59,789，其中民戶49,973，佔總戶
數的83.6%；軍戶5,798，佔9.7%；匠戶3,502，佔5.9%；僧道戶445，所佔比重很小。南寧府有戶
11,986，其中民戶9,638，佔80.4%；雜役戶2,328，佔19.4%。太平府有戶4,859，其中民戶4,719，佔
97.1%；雜役戶125，佔2.5%。通過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明代華南各地人口的職業結構是不同
的。在各種職業的人口中，民戶少者佔到當地總戶數的80%左右，多者佔到95%以上，平均在86%左
右。也就是說，民戶在各類戶口中始終佔大多數。民戶的多寡與軍戶、雜役戶的多寡有關。凡是軍
戶和雜役戶較多的地方，民戶所佔的比重就比較少，反之，則較多。軍戶、雜役戶和僧道戶很少從
事農業生產，民戶則主要從事農業活動。因此，可以說，明代華南的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業人口。

    由於明代華南的人口結構比較複雜，加之各地的發展程度不同，因而明代華南的風土民情也存
在著一定的差異。明人王世懋在《閩部疏》中說：「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
聲，自福至泉，……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為舉子業，不求甚工；
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為不資，以舶海為?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酹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鬥，雄
於東南。」雍正《廣東通志》在論述廣東風俗時說：「粵為炎服，地多燠而少寒。寒少則氣不藏，
燠多則氣易泄。故南方君子好以節義文章著而或失之輕揚，其小人務本力田亦或未知學道。」可
見，明代華南各地的風俗習慣是不盡相同的，但民風都比較淳樸。

    福建布政司所轄諸府的風土民情，明人王應山《閩大記》、何喬遠《閩書》及《八閩通志》等
書均有記載。福州府是福建布政司的所在地。士大夫行立名聲，冠婚喪祭，間用古禮；百姓安土樂
業，畏法習事。屬邑長樂、福清科目鼎盛，永福、閩清以農業而著稱。興化府為「文物之邦，有齊

魯遺風」8，教育相當發達。士大夫以名節相尚，人文之盛，為東南之冠。泉州府「山海環抱，地廣

物饒」，「頻海者持魚鹽為命，依山者以桑麻為業」9。其民尚氣好勝，讀書的風氣也比較濃厚。漳
州府沿海諸縣民多「梯山航海，泉貨充溢，珠香象犀文貝之屬、輿服伎巧珍錯之利，不脛而走海

內」10。北部諸縣則以農、漁為業，很少從事商業活動。建寧府山多田少，其民尚氣節，「男女不

混於途，少長各攻其業，民畏官府，土重清議，農力甚勤，不事商賈末技」11。「桑麻被隴，茶尹連

山，土風差勝」12。延平府山陡水湍，「士以詩書相勸，民以耕桑為務」。邵武之人崇儉樸，尚高
節，但信巫術，多建淫祠，「易動難安。」汀州府「士知讀書，民安稼穡，少營商賈」，其俗「剽
輕負氣，願愨少文，士大夫雅好義，恬於進取。」

    廣東布政司在明代統轄十府。廣州府是廣東布政司的治所，「民俗得華風之雜」，「人物富

庶，商賈阜通」13。韶州府土曠人稀，「為農者擇沃土以耕，而於磽地多不用力。」農不力耕而販

運鹽鈔。「商不富，賈不巨，工不良，技不巧，歲時不事晏游。」14南雄府地近荊楚，風俗與韶州
相同，民性質樸，崇尚農業和手工業。惠州府居五嶺東南，其俗「婦人為市，男子坐家」，「鮮詐
而多質」。潮州府在閩粵之間，文教興旺，被稱作「海邊鄒魯」。肇慶府漢瑤雜居，「瘴氣最
惡」，「土荒民疲，耕織僅以自給」，俗尚簡樸。高州府「地瘠而多曠」，民以高欄為居。廉州府
「風氣勁悍」，「民性樸而生計拙」，多以育珠捕魚為業。雷州府頗雜黎俗，「人多欄居以避時
鬱」。瓊州府是黎族聚居的地方，多以「檳榔為命，以薯菜為糧」。「民生全古樸之風，物類有瑰
奇之狀。」

    廣西少數民族眾多，情況更為複雜。「粵之西，三江環抱，錯編戶於蠻獠，不當十四五，烽驚

時聞」15。桂林當楚越之交，被山帶江，「俗尚質樸，不漁則樵」。靈川以北，陽朔以南多瑤、

壯，「故獨桂城之民有寧宇全次之人，文亦盛於他州」16。柳州府雖連桂林，但「郭以外，繞地率
瑤壯矣」，故「風氣與中州異」。男子耕田，婦人不事蠶作，以織麻織布為業。慶遠府在桂西北，
「環繞土夷」，「民之家一而瑤壯之穴九」。其人「以岩穴為居止，常持兵以事戰爭」。平樂府也
是瑤壯聚居之處，「自昔號瘴鄉」，「民居多茅茨竹戶」。梧州府與廣東接壤，眾水環繞，氣候多



變，其民「力田務本，不誘未作。」潯州府「地廣山深，瑤狼錯雜」，瘴氣嚴重，民以「力耕為
業」。南寧府「為粵西壯郡，雖叢錯三十六銅，……蓋視諸郡獨夷曠，屯可容數萬人」，「人性輕

悍，俗惟種田」17　其他府州多為瑤、壯生活之處，少數民族風情更為突出。

　

二、土地得到開發，農業有所進步　

    在明代276年間，華南各地多次掀起開發土地的浪潮，許多土地被開發出來。與此同時，農作物
的種類增加，播種面積擴大，生產技術也有了較大的提高。

    從明代華南地方志記載的情況來看，華南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土地開發。其中廣東布政
司土地開發的力度最大。雖然廣東的某些地方在某個時期由於種種原因也曾出現過耕地減少、田園
荒蕪的現象，但大部分地方都有了較大的開發。廣東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耕地237,340.5頃，
萬曆六年（1578）年增加到256,865.1頃。其中廣州府從76,086.05頃增加到103,601頃，潮州府從
29,025.27頃增加到36,002.69頃，高州府從14,929.28頃增加到17,910.68頃，惠州府從23,074.11頃增加
到46,309.96頃，瓊州府從19,856.01頃增加到36,753.56頃。增加的幅度都比較大。福建、廣西的一些
地方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開發，但兩省的田地總面積卻在不斷縮小。福建在洪武二十六年有耕地
146,259.6頃，至萬曆六年降至134,225頃。廣西洪武二十四年有耕地102,403.9頃，弘治十四年增至
157,847.9頃，萬曆六年降至94,020.74頃。這種情況的出現有自然的因素，但主要還是人為的影響。
就耕地面積講，廣州、惠州、肇慶、柳州、瓊州、潮州、梧州等府耕地較多，均在30,000頃以上；而
慶遠、雷州等府耕地很少，少至3,000頃以下。各縣的人均耕地相差懸殊：永淳、樂昌等縣達80餘
畝；荔波、懷遠、永安等縣才1畝左右。各地的墾殖率也不相同：福建的墾殖率在7.4%-8.07%之間，
廣東在7.82%-8.46%之間，廣西在2.88%-4.84%之間。墾殖率最高的府是福興化，達到22.71%；其次
是廣東南雄，達15.34%；再次是廣東肇慶、潮州、雷州及福建州等府，都達到10%以上。墾率最小
的府是廣西慶遠府，才0.95%。這種布局在客觀上反映了各地區的開發程度。

    明代華南的耕地有「田」、「地」之分。「田」為水地，「地」為旱地。具體劃分，又有圍
田、圃田、沙田、洋田、垌田、梯田、架田、櫃田、塗田等多種類型。土地類型的增加以及各類土
地面積的增加，是明代華南各地土地開發的結果，標誌著明代華南的土地開發已經向縱深發展，並
且達到了一定的程定。明代華南的土地開發，是明代華南農業的晴雨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

與自然的關係。在進行土地開發狀況，華南人十分注重水利建設，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18。因此，

儘管明代華南的自然災害比較嚴重，農業生產仍然有了較大的發展19。這在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
種植方面都有充分的體現。

    明代華南的糧食作物種類多，分布廣，各有特點。在這些作物中，稻類作物是最主要的糧食作
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稻類作物在明代有了較大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象：一方面，稻作的
優良品種不斷出現，產量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稻作的分布更加廣泛，不僅各府州縣的平原、盆地
均有種植，就連一些山地也種上了水稻。稻作的主產區是珠江、韓江、閩江、九龍江、潯江、鬱江
等江河流域的平原、盆地及河谷地帶。其中廣州、肇慶、潮州、福州、建寧、梧州等府所產稻谷較
多，每年上交稅糧都在十萬石以上，廣州府在有些年份所交稅糧將近三十萬石。桂北、瓊西的某些
縣份也盛產水稻。麥類作物的地位僅次於稻作。明代中期氣候轉寒以後，小麥的種植有增加的趨
勢。雖然種植面積不是很大，但分布相當廣泛。麥作主要分佈在山區、丘陵等處的旱地，有時與稻
作輪作復種。粟類作物、豆類作物和代糧作物的分布也較廣泛，祇是種植面積較小而已。外來作物
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是明代中後期從海外引進的新型糧食作物。這些作物一來到華南就顯示
出它的優越性，因而很快得到推廣，並且打破了傳統的作物組合格局，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對華南
地區的農業地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代華南的經濟作物在農業中佔有較大的比重。明代華南的經濟作物可分為衣料、飲料、糖
料、油料、果樹、蔬菜、木材及其他八類。棉花、蠶桑、諸麻、甘庶、茶葉、芝麻、油菜、油茶、
油桐、烏柏、荔枝、龍眼、檳榔、杉樹、諸竹、諸菜、香料、染料和藥材的生產及其布局都比前代
有了改觀。華南是我國最早種植棉花的地區之一，在我國棉花栽培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就
自然環境來講並不太適合棉花的生長。明代華南的棉花種植業急轉直下。到明朝中後期，華南的蠶
桑業興起，特別是隨著「桑基魚塘」的推廣，蠶桑業得到較大發展，從而取代了棉花種植業的地
位。甘蔗是明代華南最重要的糖料作物，在廣東、廣西、福建等地都有栽培，並且成為加工出口的



重要原料。茶葉隨著炒青技術的推廣和飲用方式的改變有了較大發展，成為內銷和外銷的大宗商
品。芝麻、油菜等作物的種植區也有了擴大。至於荔枝、龍眼、檳榔等果木的栽培更有特色。其他

經濟作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發展。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20。

　

三、城市逐漸興起，商品經濟發展　

    有明一代，華南地區在城市、交通和商業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現象。明代中期以後，墟市大量
增加，城鎮不斷擴大，出現了城市化的傾向。與此同時，水陸交通得到改善，商人階層空前活躍，
商品經濟趨於發達，並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

    明代以前，華南地區的城市相對較少，有些縣份甚至沒有城廓。到明代，由於行政建置增加，
出現了一些新的州城、縣城。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墟市大量出現，一些位於交通要道
的村落也發展起來，成為城鎮。這種情況在明代華南各府中都有反映。以廣東為例。廣東在明初墟

市尚少，廣州府祇有30多個墟市21，其他諸府更少。嘉靖年間，廣東各府、州、縣墟市增至439個
22。其中廣州府136個，韶州府9個，惠州府37個，潮州府41個，肇慶府69個，高州府57個，廉州府
19個，雷州府7個，瓊州府66個。萬曆年間墟市有又增加。順德從11個增加到36個，東莞由12個增加
到29個，南海從19個增加到25個，新會從16個增加到25個。這些墟市大多數是綜合性的商業區域，

也有一些是經營一種商品的專業性墟市。如合浦的珠市，羅浮的藥市，東莞的香市等23。不僅如
此，城市的規模也有了明顯的擴大。廣州、福州、桂林作為華南各布政司的所在地，都是遠近聞名
的大都會。明代曾對廣州城進行過三次規模較大的改造。經過三次改造，全城周長20餘里，面積大
大超過了前代，成為華南中部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6世紀到過廣州的西方殖民者回憶說：廣州「四
周有堅固的城?，構築良好，也相當高。」「城?很整齊，沒有裂口、窟窿或縫罅，也沒有絲毫使它
毀壞的形跡。」「?圍是一萬二千三百五十步，有八十三座城樓。」「城內街道筆直劃一……大街上

有橫過路面的牌樓，高大又建築精美，街道因此顯得美觀，城池也變得氣派起來」24。福州城是洪
武四年在舊城基礎上建成的新型城市，周長十里，有七座城門，四個水關，東南面有寬大的城濠。
當時到過福州的外國人對福州也有所描述。伯來拉在《中國報導》中寫道：「福州城很大，有內外
都用方石築成的高大城?。從城?的寬度看，中間是實以泥土，……城市建在水上，……河流上有各

種木橋和石橋……。這些河流和船祇使該城變得十分高貴，好像它是另一個威尼斯。」25 桂林城在
明代洪武年間也進行過擴建，全城有十二個城門，面積小於廣州而大於福州。此外，泉州、建寧、
潮州、肇慶、梧州、南寧也是當時較大的城市。

    城市的發展對交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明代中期以後，華南的交通條件有了明顯改善。除了一
些偏僻的山區和一些少數民族生活的深山以外，大部分府、州、縣的交通都比較發達。驛路、商路
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道路縱橫交錯，已基本上形成了較為便利的交通網路。福建布政司的交通幹線
主要有五條：即「福漳線」、「福延線」、「延建線」、「延邵線」和「延汀線」。福漳線從福州
經興化府、泉州府到達漳州，是福建南部的十分重要的水陸大道。這條道路相對比平坦易行，沿途
有三山、大田等13個驛站，再往西行，可到達潮州、惠州廣州等地。福延線從福州至延平府，全程
約200公里，有7個驛站，是福建南北交通的主幹線。延建線從延平至建寧府，並向東北延伸，通往
浙江布政使司。延邵線從延平至邵武府，西北出杉關與江西相通。延汀線即從延平到汀州府。西南

行可以到達廣東。這三條道路都是在武夷山中穿梭，大部分是山路，不過都是驛路，比較寬暢26。

    廣東布政司的交通比福建發達，交通幹線較多，主要有六條。北路一條：從廣州經韶州到達南
雄。這條道路穿越廣東北部山區，是粵北地區的大動脈。南雄之北是著名的大庾嶺，設有「嶺南第
一關」，過關可以到達北方各省。明代曾對這條道路進行過擴建和維修。東路二條：一條從廣州出
發經惠州東南行到達潮州府；另一條從惠州沿東江而上，至梅州折而南下至於潮州。這二條路都可
以與福建相通。西路二條：一條從廣州經肇慶沿西江逆行，到達廣西梧州等地；另一條從廣州西南
行經羅定高州府到達廉州，即廣西欽州地區。南路一條：從高府南下經雷州府到達瓊州，即今海南

省。各縣鄉鎮之間的道路水路兼備，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交通更為便利27。廣西布政司也有一
些交通幹線。不過其交通幹線主要是水路，陸路相對較少。從桂林西北行經過全州可以到達湖廣，
這是廣西與北方各省聯繫的最重要的陸上通道。自桂林沿桂江而下，可到達梧州、廣州。從桂林西
南行，翻山越嶺，可到達柳州。柳州往西，有驛道通往慶達。自柳州沿柳江而下可到達潯州、梧
州。從潯州沿鬱江而上可到達南寧府。從南寧府沿左、右江而上，則可分別到達太平、安南及田



州、鎮達28。雖然水路較多，但多在山區穿行，不少地方交通並不方便。此外，華南有遼闊的海
域，海上交通也比較發達。特別是廣東和福建沿海地區，海上交通顯得尤為重要。廣州、福州、泉
州都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從這些港口出海，可到達呂宋、安南及西洋各地。

    城市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明代華南地
區的商業呈現出迅猛發展的趨勢。福建商業發達的地區，主要是東南沿海一帶。福州是福建政治、
經濟、文化的中心，規模大，人口多，相當繁華。「街道是鋪平的。有大批的商販，各人在他店門
掛一塊大牌子，寫明他出售何種商品。手藝人也寫明他的行業。市場不小，售賣的物品極其豐富」
29。所轄諸縣，往往出現「商賈多集」或「商賈輳集」的情況。與福州府毗連的興化府人多經商。
莆田縣的江口市為「南北商舟所泊，人煙稠密」。黃石市「當市鬧處物貨充斥」。涵頭市「商賈魚
鹽輻輳」。仙游縣的楓亭市「街長三里許，……商賈貿易頗盛」。沙溪市位於南北方往來大路，

「客店洒肆稠密」。商業氣氛都很濃郁30。泉州本來就是著名的商埠，其商業的發展是可想而知
的。廣東各地商業普遍較為繁榮。廣州是廣東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廣東的商業中心。城內商人極
多。城西和城南的商業最為發達，極目望去，店鋪林立，貨物雲集，「香、珠、犀、象如山，花鳥

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31。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科爾沙到達廣州後，對廣州的城市和
商業稱讚不已。他說廣州是他所到過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堅固雄偉的城?、寬闊的街道、珠江上

來往如梭的無數帆船、繁華的商業市場以及經營瓷器、絲綢的商店目不暇接32。這種說法在一定的
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廣州商業的繁盛局面。由於廣州的商業繁盛，因而廣州的貨物達銷內陸及海外各
地。此外，廣東沿海中小城市的商業也較為發達，大小墟市遍布全省各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
了商品的流通。廣西的商業比前代也有了發展。桂林、梧州、柳州和南寧都是商業比較發達的城
市。桂林是南北貨物的中轉站，兩廣商品多經此地運往北方各地；而北方的商品也多經此地運往兩
廣。因此，桂林的商業在當地的經濟生活中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梧州府位於兩廣之間，水陸交通
都是很方便，在明代成為重要的貨物集散地。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華南的外貿也有所發展。明代長
期實行海禁政策。這種情況對外貿是不利的。但即是在海禁最嚴厲的年代，華南沿海居民的外貿活

動也沒有完全中斷33。明代後期，外貿在華南經濟中已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福建福、興、泉、漳
四府與外界都保持著商貿關係。天啟五年，福建巡撫南居益稱：「海上之民以海為田，大者為商賈

販於東西洋，官為給引，軍國且半資之，法所不禁。」34由此可見福建外貿之一斑。廣東的外貿更
為活躍。明代後期，澳門崛起，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從澳門出發的國際航線聯結了亞洲、

歐洲和中南美洲，成為名副其實的歐亞海上貿易構紐，也是廣州向海外輻射的最大中繼站」35。　

　

四、社會矛盾增加，內憂外患嚴重　

    明代華南的開發，曾受到人為因素的制約。大體說來，明代前期華南地區的社會環境較好；明
代中期以後，社會矛盾增加，內憂外患相當嚴重。明代華南的內憂外患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
封建專制制度的消極作用；一是內部戰亂的負面影響，一是倭寇的殺掠和西方殖民者的騷擾。

    明代專制制度的消極作用，集中表現為統治階級的腐敗。明代中葉以後，皇帝長年不理朝政，
宦官專權，統治集團惡性膨脹，財政支出大大增加，賦役名目越來越多，數量也不斷加大。如萬曆
四十六年九月，戶部以遼餉缺乏，援征倭、征播例，請加派。結果，福建派銀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八
兩七錢五分二厘；廣東派銀八萬九千九百兩七錢八分七厘；廣西派銀三萬二千九百兩二錢六分一厘
36。萬曆四十年十月，廣東等道御史等官疏言：「自礦稅繁興，海宇騰沸。一變而閭閻竭，破人

家、掘人墓、剽掠人財……再變而縉紳憂……三變而京師空」37。在這種情況下，屯田制破壞了，
官田基本上也被官僚地主據為己有。社會上出現了土地兼並的狂潮，大量土地落入皇室、官僚、貴
族、地主、富商之手，賦役不均的現象日益嚴重。「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併之利，無公家絲粒之

需；貧者雖無立錐之地，而租稅額如故，未免縲紲追併之苦」38。在土地兼併和繁重賦稅的壓迫之
下，許多農民不得不利背井離鄉，成為流民。

    由於專制制度的負面影響，明代華南的社會矛盾逐漸加劇，戰亂隨之增加。明代華南的戰亂有
官逼民反的農民起義，有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有流岷強盜的作亂，還有統治階級內訌引起的兵變
與叛亂。有時，幾種成份暫時結合在一起，使局勢變得更加混亂。據史書記載，明巿華南地區曾多
次發生農民起義。其中英宗正統年間發生在福建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和發生在廣東的黃蕭養起義



歷時最久，影響最大。明王朝與華南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也頗為頻繁。有明一代，廣東瓊州府的黎
族發動過五次大規模的起義，廣東西、北、中部的瑤、壯、畬族也多次進行武裝反抗。此外，廣西
的少數民族首領岑猛等人還曾在田州、思恩等地發動反動規模較大的叛亂。明王朝不斷調兵遣將，
經過多年的戰爭，才將起義和叛亂鎮壓下去。這些戰亂，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華南的動盪，造成
了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

    此外，明代華南的外患也很嚴重。當時的外患主要來自二個方面：一是倭寇在閩、粵沿海的搶
劫進犯，一是西方殖民勢力的騷擾。明代實行海禁，中國的不法商人與海匪為圖私利，勾結日本沒
落貴族、武士與浪人構成倭寇，進犯北起遼海、山東，南抵江、浙、閩、粵的漫長中國的海疆。倭
寇野蠻、殘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搶掠，無惡不做，甚至「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
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
39福建、廣東地處沿海，常常遭受倭寇的侵犯。被載入《明實錄》的較大的侵援活動即有數十起之
多。倭寇的侵犯，不僅使華南人民的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極大的損失，而且耗費了大量的兵力和財
力。其危害是不可低估的。西方殖民者的侵擾雖然不像倭寇那樣猖狂，但也曾給華南沿海造成破
壞。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假入貢為名突至廣州，舉大銃如雷，徑抵南澳，郡城震駭。後
謀據東莞南頭地，至掠買小兒食之，強奪民家婦女，其淫毒古所未有也。」嘉靖三十二年（1553）
葡萄牙人「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借澳門「晾曬」，後又蓋房、租地、築城、修炮臺，

把澳門強佔成殖民地40。繼葡萄牙之後，西班牙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由呂宋派船到廣東，在虎
跳門蓋房，盤踞，建立侵略據點，後被廣東當局用武力趕出國境。萬曆三十年（1602）荷蘭人也來
到華南，炮艦直抵澳門，為葡萄牙人挫敗。荷蘭殖民者轉而掠奪福建，萬曆三十七年（1609），荷
蘭侵佔澎湖，不久被福建軍民驅逐。天啟二年（1622），荷蘭殖民者又犯澎湖，強迫島上居民築
城，企圖長期霸佔，又大肆騷擾金門、廈門、澄海，燒毀鼓浪嶼，殺男掠女，慘無人道，使漁商停
頓。崇禎十五年（1642），荷蘭打敗西班牙人，獨佔了臺灣，對臺灣人民進行野蠻統治。英國來得
稍晚，泰昌元年（1620），英國商船「獨角獸」號第一次到達澳門。崇禎十年（1637）又派船直達
廣州。他們不顧守軍警告，炮擊虎門，想用武力逼中國通商。此事後以英國道歉，廣東官員允許買
賣而告罷。但這些禍根，等到清末中國衰弱時，便釀成大禍害。　

　

* 本文是作者1999年4月8日在浸會大學演講的底稿。演講期間承蒙周佳榮博士、李金強博士、
林啟彥博士、鮑紹霖博士和葉國洪博士參加討論，在此謹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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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萬曆《福寧州志》卷4〈戶口〉。

6 正德《瓊臺志》卷10〈戶口〉。

7 嘉靖《廣西通志》卷18〈戶口〉。

8 《大明一統志》卷77。

9 《大明一統志》卷75。

10 道光《福建通志》卷56引萬曆《漳州府志》。

11 道光《福建通志》卷57引弘治《建寧府志》。



12 《大明一統志》卷76。

13 《大明一統志》卷79。

14 《大明一統志》卷79。

15 （明）楊芳：《殿粵要纂》卷1〈廣西總圖說〉。

16《大明一統志》卷83；嘉靖《廣西通志》卷1〈圖經上〉。

17 《殿粵要纂》卷3；《大明一統志》卷78。

18 詳參拙作：〈明代華南的水利建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期。

19 詳參拙作：〈自然災害對明代華南農業的影響〉，《古今農業》1998年第1期。

20 詳參拙作：〈明代華南的經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3期。

21 《永樂大典》卷11907〈廣州府〉。

22 嘉靖《廣東通志》卷24至26。

23 《廣東歷史地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頁147。

24 【葡】克路士：《中國志》第6章，見【英】C. R. 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
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頁65-67。

25 同前書，頁17-18。

26 （明）黃汴：《天下水陸路程》卷1、卷2。

27 《天下水陸路程》卷2、卷3、卷7；《天下路程圖引》卷1。

28 《天下水陸路程》卷2、卷3、卷7、卷8；嘉靖《廣西通志》卷1、卷2。

29 【葡】伯來拉：〈中國報導〉，見《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頁
17。

30 弘治《興化府志》卷9。

31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7。

32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輕工業出版社，1984），頁35。

33 《英宗實錄》卷113、133；《憲宗實錄》卷97；《孝宗實錄》卷73。

34 《熹宗天啟實錄》卷53。

35 司徒尚紀：〈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絡的歷史變遷〉，《熱帶地理》1991年第2期。

36 《神宗萬曆實錄》卷574。

37 《神宗萬曆實錄》卷500。



38 《明經世文編》卷81，徐恪〈修政弭災疏〉。

39 《明史紀事本末》卷55。

40 萬曆《廣東通史》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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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鏸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243頁）　

    陳鏸勳著《香港雜記》，1894年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印行，第一部有關香港的專著，書中分為
〈地理形勢〉、〈開港來歷〉、〈國家政治〉、〈稅餉度支〉、〈中西船務〉、〈中西商務〉、
〈中西醫所〉、〈民籍練兵〉、〈街道樓房〉、〈水道暗渠〉、〈華英書塾〉、〈港則瑣言〉十二
章，敘述十九世紀香港的概況，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莫世祥對此書作了標點、校勘，並對其中的
生僻詞語、典故及當時以中文音譯的英語詞語加上註釋。另外整理了鴉片戰爭後清朝官府在九龍修
建城寨、炮台等項工程的來往文牘，匯編而成《勘建九城寨城全案》六十五則；又輯錄了晚清時期
出洋使臣及各界人士有關香港的見聞，而成《晚清載記中的香港紀遊》十六條。這些都有助於更充
分地了解近代香港早期的歷史變遷，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關肇碩、容應萸著《香港開埠與關家》，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7年。（123頁）　

    關元昌（1832-1912）是香港基督教五大家族之一，而五大家族的子孫不少均對中國有貢獻和影
響。作者關肇碩醫生，是關元昌之孫；容應萸博士現任教於日本亞細亞大學，其父容啟東為容星橋
與關月英（關元昌女兒）之子。本書除李志剛所撰序文外，共有四部分：（一）容應萸〈香港開埠
與關家──基督教之傳播與關元昌一族〉；(二）關肇碩〈中華牙醫之父與國父孫中山〉；（三）關
頌姺〈回憶一束〉；（四）容應萸〈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閎與康梁〉。此書提供了不少相關的材
料，亦有助於探索香港教徒的人際關係。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903頁）

    本書是王賡武等二十三位研究香港問題的專家學者，用主題分類形式寫成的香港史論文集。上
冊除王賡武的序言外，共有九章，依次為：(1) 區家發〈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2) 霍啟昌〈十
九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3)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4) 鄭赤琰〈戰後
香港政制發展〉；(5)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6) 龍炳頤〈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7)
莫凱〈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8) 周亮全〈香港金融體系〉；(9) 饒美蛟〈香港工業發展的歷
史軌跡〉。



    下冊共十四章，計有：(10) 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篇)〉；(11) 程介明〈教育的回顧(下
篇)〉；(12)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13) 黃維樑〈香港文學的發展〉；(14) 史文鴻〈香港電影
的發展歷程〉；(15) 史文鴻〈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消費生活〉；(16) 鍾景輝〈香港話劇的發展〉；(17)
梁沛錦〈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18) 劉靖之〈香港的音樂(1841-1993)〉；(19) 李志剛〈天主教和
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20) 黃兆漢、吳麗珍〈香港道教與道教諸神崇拜〉；(21) 葉嘉輝
〈佛教和民間宗教〉；(22) 陳蒨〈香港的民間傳統風俗〉；(23) 王賡武〈結論篇：香港現代社
會〉。　

　

王齊樂著《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380頁)　

    本書是當今唯一較為詳細論述香港中文教育發展的專著，初版於1983年由香港波文書局出版，
現經補充80年代以後的資料，內容及於90年代前半。

    書中有專章敘述香港的前代教育，然後把香港的中文教育分為啟蒙時期(1841-1859年)、培植時
期(1860-1900年)、開展時期(1901-1920年)、勃興時期(1921-1941年)。1941年以後的情況，則以〈回
歸與前瞻〉及大事紀要的形式作出交代。作者王齊樂先生從事教育工作四十餘年，歷任香港教育司
署督學、官立學校校長等職，致力於提倡中文教育，本書是他多年的心血結晶。

　

鍾文略攝影，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編撰《戰後香港軌跡 ──民生苦樂》及
    《戰後香港軌跡 ──社會掠影》，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131頁 + 134頁)
　
    《民生苦樂》選錄了著名攝影家鍾文略在50至70年代所拍的沙龍作品，輔以若干近期的照片作
為對比，具體地反映了戰後香港發展和轉變的一些面貌，而著重呈現香港市民的生活面貌的喜樂哀
愁。全書共分七個部分：〈匱乏年代〉及〈街頭巷尾〉記錄了香港戰後的時態及地貌，〈同甘共
苦〉、〈童年歲月〉、〈營生糊口〉描繪了戰後香港家庭結構、童年生活及工作性質的轉變，〈偷
閒稍歇〉表白了香港人在辛勤工作之餘休憩片刻的情景，〈物轉星移〉則展示了跨越漫漫長路、步
入70年代的香港新姿。書中的文字說明和相關資料，有助讀者更清晰地了解這個時代香港的軌跡。

    《社會掠影》是前者的姊妹篇，重點回顧戰後香港從50年代至70年代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香
港步入繁榮前的關鍵時刻，社會上所呈現的轉變。全書分為六個部分：〈大事剪影〉捕捉了香港戰
後一些較矚目的、別具意義的日子；〈五行八作〉記錄了戰後香港經濟在艱難中起步的若干片段；
〈安居樂業〉和〈交通發展〉，分別反映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住屋和交通情況；〈都市尋蹤〉保留
了一些在歲月中漸漸隱沒的舊建築或古蹟，從側面說明香港近年變化的迅速；〈繁榮璀璨〉則以60
至90年代港島北岸的面貌為主題，展示香港繁榮的一面。
　

　

【日】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 ── 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年。(xiii                 + 204頁)　

    本書作者透過對東南亞華僑移民、華僑匯款網絡、香港英資財團的作用、近代香港和日本的關
係等具體的事項，描繪出香港如何成為亞洲的網絡中心，從而對香港在亞洲的角色及回歸中國後的
位置，賦予新的意義。〈序言〉指出：「香港的重要作用，在於把廣闊的周邊地區互相複合地傳
播、連接起來」，並且強調「香港的模式將會在亞洲的地緣性政治空間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全書
共分八章，依次為〈我與香港研究──從南面探索中國發展的圖象〉、〈香港發展的八大腹地〉、
〈移民、華僑與香港──匯款網絡的建構〉、〈香港英資財團發跡史──怡和個案〉、〈亞洲的金
融中心──網絡城市的作用〉、〈香港和日本──互補性歷史模式〉、〈邁向新的香港模式──多
層式經濟社會的運作〉和〈一國多制可行嗎？〉。濱下武志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等書。　

　



胡從經編纂《歷史的跫音 ── 歷代詩人詠香港》，香港：朝花出版社，1997年。(361頁)　

    本書收錄唐代以來詩人一百三十餘家詠香港的詩六百餘首，分為八卷：卷一為唐代，卷二為宋
代，卷三為明代，卷四、五、六為清代，卷七、八為現代。除作者簡介外，間加按語。編纂者胡從
經在書首〈歷史的跫音〉一文中指出，「千百年來竟有如此眾多的騷人墨客乃至勇士武夫，對這塊
地處南疆的彈丸島嶼傾注了如許的摯愛與激情，有的縱情謳歌，有的俯首低吟，有的扼腕悲鳴，有
的戟指長嘯」，將歷代有關香港的詩篇貫串鉤連，以構築香港的「詩史」，「可以清晰諦聽到隆然
震響的歷史的跫音。」這本詩集用了長達十年的時間搜集和編成，為研究香港歷史與文化提供了珍
貴的資料和極大的方便。　
 

　
吳倫霓霞、余炎光編著《中國名人在香港 ──30、40年代在港活動紀實》，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年。(247頁)
　
    在日本侵佔香港前後，即1937-1941年間及1946-1949年間，有大批著名的政界及文藝界的活躍分
子，先後從中國內地南來香港。本書介紹了五十名比較重要人士，分成五個界別：(一)政界，有宋慶
齡、何香凝、廖承志、黃炎培等十一人；(二)文學界，有黃谷柳、茅盾、戴望舒、蕭乾、蕭紅、柳亞
子、郭沫若、豐子愷等十五人；(三)新聞界，包括鄒韜奮、胡政之、薩空了、徐鑄成、范長江等九
人；(四)教育界，有蔡元培、陶行知、翦伯贊、葉聖陶等七人；(五)演藝界，包括歐陽予倩、周璇、
吳祖光、白楊、曹禺等八人。兩位編著者，吳倫霓霞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余炎光教授
為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系主任，都是有關方面的專家。　

　

李英明著《香港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本書共分五章，依次為〈民族主族與香港問題〉、〈基本法問題〉、〈文明衝突問題〉、〈九
七後的台港關係問題〉、〈九七後香港對亞太營運中心的影響〉。作者嘗試從民族主義、文明衝突
以及北京與香港間的「中央 / 地方」關係等角度論述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書中除了從宏觀角度分
析台、港、大陸之間三角關係的可能演變外，亦從較技術的層面分析香港基本法從理論到實際的發
展過程，與香港未來前途的關係。簡言之，本書有助於了解台灣地區學者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李英
明博士現為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教授，另著有《中國大陸學》等書。　

　

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關係史(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7年。(395
頁)　

    本書除序章〈鴉片戰爭前的廣東與香港〉外，共有十章：一、〈英佔香港之初〉；二、〈第二
次鴉片戰爭時期〉；三、〈英租新界前後〉；四、〈辛亥革命時期〉；五、〈民國初年至20年
代〉；六、〈「省港復交」的十年〉；七、〈抗戰歲月〉；八、〈國共內戰時期〉；九、〈新中國
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十、〈改革開放後的粵港關係〉。附錄〈粵港關係大事記〉、〈廣
東省地方政府歷任最高官員〉及〈歷屆香港總督〉。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卷一(遠古─1959年)，香港：中華書局，1997年。 (450
頁)　

    本書以編年體裁及用新聞報導的形式，記載香港自遠古至今所發生的大事及人物活動、軼事珍
聞等。卷一分為五個單元，即：遠古至1840年，1841年至1898年，1899年至1941年12月，1941年12
月至1945年8月，1945年8月至1959年。每單元由大事記、專題、圖片三部分組成，各個歷史時期亦
有概括的綱要；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法律、民生、文化等方面，資料主要採自香
港、內地和英國的官方文獻、報刊及各種著作。香港史著名學者蕭國健在此書〈序言〉中，指出其
最大的優點，是「記錄甚詳，可稱為香港歷史之百科全書。」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卷二(1960-1997年)，香港：中華書局，1998年。(493頁)　

本書上接卷一、以編年體裁及用新聞報導的形成，記載六十年代以來至香港回歸為止，前後約四十
年間香港的重大事件及人物活動、軼事珍聞等。卷二分為四單元，即：1960年至1969年，1970年至
1979年，1980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7年7月1日。每個單元都有概括的綱要，內容包括政治、軍
事、法律、經濟、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並有大量圖片，是目前最為全面和詳盡的香
港歷史年表。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21 + 895
頁)　

    本書主要收集明清時期從1573年至1898年有關香港的中文資料，包括官方史料、地方文獻、時
人筆記及詩詞等。全書共分四部分：第一編是香港歷史沿革、名稱由來、明清時期海防等；第二編
關於香港被英國割佔的經過及九龍問題；第三編以十九世紀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社會、政治情況為
主；第四編包括香港地區的風俗物產、名勝古蹟、自然災害等。這是迄今為止收錄最豐的香港歷史
問題資料選輯。

　

胡從經編纂《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1840-1950)》，香港：朝花出版社，1998年。(253頁)　

    此書將1840年至1950年間香港的文學出版物作了初步的鉤玄輯要，方便香港文學研究者的參
考。全書分為八章，依次為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理論、譯文、合集、舊體詩文，書末有書名
刊名及作者索引。編著者胡從經博士，現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助理。　

　

徐振邦、方禮年、翁文英合著《香港書店巡禮》，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
(253頁)　

    這是一本介紹香港書店的專集，重要的書店均有專文探討。〈書店大檢閱〉及〈走訪香港區的
書店〉兩篇，分述九龍、港島兩地的書店概況；以下分為十部分，依次介紹綜合性、文史哲、宗
教、藝術、外文、科技、商業書店，以及另類書店、綱上書店和值得懷念的書店，附錄香港書店地
址一覽表等。

　

蕭國健著《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184頁)　

    本書是作者在報刊上所撰文章的結集，內容「記錄香港地區內各鄉村之發展，及境內各姓族之
入遷，並所存之風俗之物。」(〈序言〉)〈香港──從漁村到都市〉一文以下，包括有關佛堂門、鯉
魚門、大埔碗、大埔太坑鄉、大埔鄉、大埔壚太和市、大埔船灣布心排村、粉嶺龍躍頭鄉、錦田吉
慶圍、荃灣、荃灣城門谷、青龍頭、大欖涌谷、上水鄉、上水河上鄉、新田鄉、屏山鄉、廈村鄉、
流浮山、屯門、錦田、屯門紅樓、長州方便醫院、錦田、大埔新娘潭、九龍城寨的文章二十餘篇。
作者蕭國健博士，現任香港珠海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志華、黃家樑著《簡明香港歷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年。(174頁)　

    本書是報紙專欄文章的結集，分為「通史編」和「地方史編」兩部分。「通史編」包括：〈歷
史悠久的摩崖石刻〉、〈香港的首批居民〉、〈商周時期的香港〉等四十五篇，介紹香港古代至近
代(1945年)的大事，如五大氏族的入遷、清初遷界事件、近代中國政局與香港的關係等。「地方史



編」計有〈香港與香姑〉、〈談「九龍」〉等三十九篇，介紹香港著名地區、街道的名字由來及歷
史舊貌等。正如著者在〈後記〉中所說，本書是「以香港史的縱向發展為線索，再加上一些香港地
方的專題介紹」結集而成的。書首有許振興、黃浩潮、梁炳華的序言各一，書末附參考書目，內容
大抵上簡潔易讀，是一部認識香港歷史的入門書籍。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iii +376頁)　

    本書共有十章，依次為：一、〈古代香港〉；二、〈英國割佔港九與早期香港經濟〉；三、
〈轉口港地位的確立與港英統治區域的擴展〉；四、〈十九世紀的政法制度〉；五、〈十九世紀的
社會狀況〉；六、〈二十世紀初期的香港〉；七、〈抗日戰爭及戰後恢復時期的香港〉；八、〈工
業化的進展與社會衝突的發生〉；九、〈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的進步〉；十、〈中英《聯合聲
明》與基本法〉。附錄〈香港大事記〉、〈香港總督任期年表〉及〈參考書目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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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兩種有關中國近代海軍教育發展史的著述

 
周子峰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我國近代海軍教育之發韌，實可追溯至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其時閩浙總督左宗棠上書清廷建議
在閩設局造船，並附設學堂，招募學童入堂學習造船與駕駛技術，清廷下旨允准照辦。後左氏調任
陝甘總督，薦沈葆禎為總理船政大臣續成其事。同治五年（1867），福州船政學堂正式開始甄選學
童學習船艦製造與駕駛，開我國西式海軍軍事教育之濫觴。福州船政學堂之課程，自然科學與人文
科學並重，並選派部分優異學員出國深造，其畢業生除投身海軍服務外，亦有從事其他文教事業，

如近代思想家嚴復即為該校之第一屆畢業生，著名工程師詹天祐亦曾於該校後學堂補習駕駛1。後清
廷分別於天津（天津水師學堂，1880年）、廣東（水陸師學堂，1887年）、北京（昆明湖水師學
堂，1887年）、南京（南京水師學堂，1890年）、威海衛（威海水師學堂，1891年）、煙台（煙台

海軍學校，1908年）等地興辦各類海軍教育事業2，惟因受客觀條件限制及主事者求功心切，各項措
施並無整體計劃，亦缺乏長遠目標。

    民國肇建，政局日趨混亂，各地軍閥割據混戰，海軍軍事教育發展陷於停頓狀態，各地海軍學
校互不相屬，組織與學制俱未能劃一；至1927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我國海軍教育始得到更大的發
展。國民政府為統一海軍政令與訓練，對海軍訓練機關進行大規模改革，除整頓合併固有的海軍學

校外，更設立電雷學校訓練海軍人才3；抗戰軍興，海軍建設事業大受破壞。至日軍投降，國民政府
鑑於海防之重要性，重新開辦海軍學校培訓人才。1947年4月，國民政府下令在上海的中央海軍軍官
學校與在青島的中央海軍訓練團合併，改稱海軍軍官學校，校址設於青島，由蔣介石自兼校長，海
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魏濟民主管校政。該校在我國近代海軍史上有兩大特點：其一為直轄於中央；

其二為該校學員兼習航海與輪機兩科，與過去海軍習慣航海、輪機分學不同4。後國共內戰全面爆



發，1949年2月海軍軍官學校南遷廈門，7月遷至台北左營，至今已成為台灣地區海軍訓練之重要場
所。本文即旨在介紹兩本台灣海軍軍官學校史的著述，並對此兩種著述作扼要評述。

　
1） 海軍官校文藝編輯社編：《海官與我（五十週年校慶特刊）》（左營：海軍官校文藝編輯
社，1997）。

    本書是海軍軍官學校慶祝五十週年之紀念特刊。全書共收回憶文字67篇，內容大多數為海軍官
校歷屆畢業生對其在海軍官校學習生活歷程之回憶文字，亦有旁及海軍官校學制演變與人事嬗遞之
記述。其中最令近代中國海軍史學者感興趣的便是幾篇早期官校畢業生之回憶文字，對民國時期海
軍訓練之研究頗有幫助，如校友甯明軒憶述海軍官校建立之初，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顧慮海軍學員
的安全和避免沾染不良習氣，決定將海軍官校遷離上海，以青島為永久校址（頁31）；校友蕭楚喬
則記述其抗戰期間投考海軍學校之過程，對抗戰後海軍學校之復原與合併經過亦有記述（頁46-
53）。
 

2） 「海軍官校五十年」編審委員會編：《海軍官校五十年》（左營：海軍官校校刊社，
1997）。

    本書亦為海軍官校五十週年之紀念刊物，全書以圖片為主，輔以文字簡介，全書正文共分為七
部分：第一部分「1946年之前」，介紹晚清至抗戰前之海軍訓練機關與歷史大事；第二部分「1946
年啟航」，述及海軍軍官學校之創校及其演變；第三至六部分分別介紹海軍官校遷台後之校園生活
與發展；第七部分「年鑑」則記載海軍官校的課程內容與相關資料。全書載有不少珍貴的圖片，對
讀者從視像中瞭解近代中國海軍史亦頗有俾益。

近年來中國近代海軍史的研究漸次步入發展階段，海峽兩岸史學界相繼發表史料專集與研究成果。
1998年6月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嶺南學院合辦「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中港台

三地與西方學者分別發表有關海軍史之論文12篇5；台灣一群文史愛好者亦在互聯網上開設「中國軍
艦博物館」網站（http：//www.lioncity.com.tw/cwn），對海軍史學術研究之普及化甚有幫助，惟就筆
者所見，海峽兩岸官方海軍史料之出版尚處於起步階段，筆者期盼兩書之出版能進一步推動中國近
代海軍史的研究，藉此達到鑑古知今的作用，對我國海軍事業之現代化有所貢獻。

　

1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0)，頁714；有關清季派遣海軍
留學生出洋留學之始末，可參王家儉：〈清未海軍留英學生的派遣及其影響〉，《中國近代海
軍史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頁27-59。

2 有關清季海軍教育機關之建置，可參包遵彭：《清季教育海軍史》（台北：國防研究院，
1969）。

3 陳書麟、陳貞壽：《中華民國海軍通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頁288-302。

4 同上，頁488-489。

5 其篇目包括David Pong, “China’s Modern Navy and Concepts of Naval Warfare”；楊志本：〈近
代中國海軍興衰〉；王家儉：〈清代的綠營水師〉；葉芳騏：〈葉祖珪與北洋海軍〉；高曉
星：〈抗爭與雪恥：中國海軍對日抗戰和受降述評〉；李志剛：〈赫德與晚清海軍建立之探
討〉；馬幼垣：〈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謀速購外艦始末〉；李金強：〈晚清十年海軍重建之籌
議1901-1911〉；曾金蘭：〈試論武漢會戰前的長江佈雷阻塞戰〉；張力：〈1940年代英美援華
與中國海軍重建之再探〉；老冠祥：〈李世甲率中國海軍參與光復台灣的經過和意義〉；吳守
成：〈中國海軍航空事業的發軔〉。

 

http://www.lioncity.com.tw/c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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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ng Western Knowledge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ies Project

Natascha Vittinghoff-Gentz

Gottingen University

 

        The amount of translations a certain culture is making in a certain period tells about it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nsitivity; moreover, also the specific modes of translations reveal the self-awareness of a
culture in its relation to other cultures. As is widely know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ny Chinese and
Westerners made strong efforts to translate various books from each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other,
and these efforts did lay a strong basis for our mutu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partially valid until today.

        The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ies Project (MCST), which I want to introduce here, started
in December 1996 and is intending to reconstruct parts of this early international dialogue by researching the
formation of a scientific vocabulary in late Qing China. Centered around research units at the East Asian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and the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 of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directed by Michael Lackner (Gotting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ns Poser (Berlin) and sponsored by the
Volkswagen Foundation the project is intending to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rms in which scientific discourse was and is articulated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s.

        The terms that were needed to translate new ideas from various fields of Western learning into Chinese
discourse were coined in a process that relied from the onset to a great extent on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Besides from Chinese literati, Japanese scholars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from many Western countries
were involved in the invention of the new lexicon. No matter if working on their own or in groups, all
translators had to overcome enormou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fficulties. For instance, in contrast to
translations between European languages where translators searching an appropriate rendering could turn to
Greek or Latin prototypes, the Chinese language did not share a conceptual reservoir with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herefrom new terms could be inferred.

        The project ba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tific terminologies that have evolved from the complex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ppropriation and intellectual naturalization on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extensive source materials. Due to the vast amount of relevant sources, the project will limit its scope during
its initial four year stage to the disciplines of philosophy, physics, chemistry, geography (i.e. "knowledge on
foreign countries"),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addition, it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vocabulary between 1840 and 1920. Besides contemporary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the MCST-Project takes into account selected monographs and translations of works on
individual scientific disciplines or topics, textbooks, introductory articles in learned journals and the evolving
press as well as essays, travel reports, diaries and personal memoirs written by Chinese diplomats, scholars
and students.

        This material is collected in a bibliographical database on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to
China, that by now contains more than 5.000 relevant titles (monographs and articles). It will be published in
printed form a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hich shall provide informations not only about author and
content of a book but also its history and technical data, like distribution, reprints etc.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teams in Gottingen and Berlin have established a preliminary sample of new Chinese scientific terms on the
basis of specialized and general dictionaries published between 1815 and 1916. This terminological sample



that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guideline for the readings of primary texts currently includes entries on approx.
88.000 simple and compound terms. The database should serve as the basis for the intended publication of an
English-Chines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ies. The entries of this
dictionary will consist of a chronology of diverging translations of a certain English term, like "science",
"logic", "diffraction", "society" etc., followed by a historical sketch, explaining the changes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pecific term.

        As the process of naturalizing concepts of Western science in China occured as a complex reciprocal
exchange of meanings, idea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general cultural contexts of this undertaking has to be
considered as well. Due to the fact that every 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volves the
tradition of inherit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pens up a
wide field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Choic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notions from alien
systems of knowledge were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by factors as divergent a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social positions, biographical horizons, fashions or market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genres, linguistic rules
of word-formation, language registers and the traditional or customary vocabulary. They were also
preconditioned by preconceived ideas and ideologies or more general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digenous
exigencies. As Chinese and Western scientists and translators jointly participated in the then rather new
efforts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discourse, the contemporary state of the art in the various
sciences, the current ways of classify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ideologic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strategies
and interests must 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decisive factors shaping the cre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a
consistent lexicon. Studies in this broad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more elaborated
studies on certain terms etc. shall be published in a series of occasional papers tentatively titled Archives for
Chinese Terminological History.

        A research project of this scope is of course impossible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experts working in
the field. Since its start in December 1996, the MCST-Project has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cooperations that
have already greatly enriched and facilitated our work. In Europe, the project collaborates with researchers
from 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and the CNRS in Paris, the University of Oslo as
well as partners in the UK. Cooperations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include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at Academia Sinica in Peking,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s well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All of the above and a number of other scholars met for a two day wor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in October 1997.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conference volume is currently in peparation. A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from December 6-9, 1999. (On these activities please see
our website http://www.gwdg.de/~oas/wsc).

        Given the broad range of our project any support in our efforts is warmly welcomed, and we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the fields of e.g. linguistics,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science o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o join this endeav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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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Ricardo K.S. Mak

http://www.gwdg.de/~oas/wsc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organized by the Sino-Western
Relations Program of the David Lam Institute of East-West Studies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9th October
1998 at the Conference Room of the Ho Sin Hang Campus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is one-
day event provided chances for more than thirty historians, philosophers, lingu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from Australia, China, Germany, Hong Kong and the USA to present research findings and to exchange
view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ated to political rel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terflow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This symposium was a bold attempt, because Hong Kong’s historical research tradition
that has all along emphasized Sino-British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left this topic an undeveloped one.
Furthermore, many historians and social scientists chose to avoid it as a result of the language barriers and
the lack of research materials. However, the Sino-Western Relations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David Lam
East-West Studies Institute, whose aim is to investigate China’s relations to the outer world since the 18th

century, insists on exploring this neglected but important area. Having decided early this year to organiz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s a pilot project, members of the program began to approach experts in this field.
While responses of scholars were very encouraging, the early phase of preparation was hindered to a certain
extent by the lack of funding. Thanks to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David Lam Institute,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 which
funded the visit of two German scholars, the symposium could be held on schedule.

        The symposium began with the opening speech of Prof. Paul Wong, Dean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ho had just assumed duties in September. Trained as a sociologist, Prof.
Wong acquainted himself in his early years with Germa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ies, which still exert
great influence over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discourse. His retrospect of his exposure to the Germ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as in fact a vivid account of Sino-German cultural relations from his personal
perspective.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r. Chow Kai
Wing’s welcome speech, in addition to reiterating Hong Kong unique and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studies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encouraged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beyond historical
studies.

        The first panel of the symposium “Germans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consisting of four papers about
Germans in Qingdao and in Hong Kong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chaired by Prof. Gerhold Becker, a German
philosopher who has served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Dr. Klaus
Muhlhahn from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examined in his paper “Power, Authority and Resistance in a
Colonial Society: Germans and Chinese in Qingdao, 1897-191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ermans and
the Chinese in a German colony. His paper demonstrated on the one hand how the German colonists “used
the technologies of Big-Power in order to establish stable structures of authority and strategies of control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showed how the Chines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 dwellers reacted to the German rule. As the discussant Tao Feiya of the Shandong University pointed
out, Muhlhahn’s research, though relying solely on German and English sources, was a useful complement to
the Chinese works on this topic. The papers of Dr. Ricardo Mak and Dr. Timothy Wong, both from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Dr. Winfried Speitkamp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iessen formed
interestingly a single block of arguments. Ricardo Mak’s “Germa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19th Century
Hong Kong: an Overview” and Winfried Speitkamp’s “The Germans in Hong Kong 1860-1914: Social Life,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Identity” joint force to show that the Germans in 19th century Hong Kong,
while co-operating closely with the British, playing down their German identity and quite often distancing
themselves from the Prussian and later the German governments, had their own methods to maintain a
coherent German community and to upkeep 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ontrast to Ricardo Mak and
Winfried Speitkamp who handled the Germans in Hong Kong as a group, Timothy Wong attempted a micro-
historical research on Eitel,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German missionaries in Hong Kong. His paper “The
Limits in Ambiguities of the German Ident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rnest Eitel” echoed with Ricardo
Mak and Winfried Speitkamp’s observations: Eitel showed his German identity only when it enabled him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effectively, and hid it when it obstructed his work. Commenting on these three papers,



Rev. Carl Smith from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nspired the participants by
suggesting 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Germa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in Shanghai and in Shandong.

        The second panel that concentrated on the German view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Sinology was conducted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Prof. J. Barton Starr, Chair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r. Thomas Fuch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iessen,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Germany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in his “The Image of China in Germ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the 19th Century,” showed how
and why China was degraded to a second-rate nation in the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post-
revolutionary era.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history was the emergence of
German Sinology.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s Prof. David B. Honey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 Sinology in his “Cultural Missionaries of China to the West: An Overview of German Sinology.” He
made great effort to show the affinity of classical philology, librarianship and German sinology, the
continuous connection between German and English scholarly interests in China and German sinologists’
strong desire to bridge the cultural gap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Dr. Lauren Frederick Pfister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vestigated in his paper “Faber’s Sinological Orientalism” the conception of
Chinese history of Ernest Faber, an important figure of German Sinology, with help of Edward Said’s theory.
Referring to Faber’s works, Pfister illustrated that 19th century German sinologists’ views of Chinese history
were not determined by the sources they read, but by the institution, the language and the conceptual
apparatus of early German sinology. Prof. Werner Meissner,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the discussant of this panel, praised these
three solid researches.

        Chairman Dr. Danny Paau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icked off the third panel about Sino-
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which was held in the afternoon, by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three presenters,
namely Dr. Cheung Chiu-yee of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Dr. Paul Levine of the Hong Kong Open
University and Dr. Werner Hess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eung Chiu-yee, who had
researched extensively on the Nietzschen philosophy in China, studied in his “The Nietzsche Renaissance in
China” the so-called “Nietzsche Fever”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He traced how Nietzsche was transformed
from an intellectual idol in the 1970s to a popularized and somewhat vulgarized marketable produc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Paul Levine looked into Nietzsche’s language philosophy through a linguist’s eyes in his
“Nietzsche’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an effort to unveil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on Nietzsche. In contrast to the above two scholars, Werner Hess who had taught German in China and in
Hong Kong focused his attention on Sino-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on a more practical level. His paper
“German in China: A Case Study in the Utility Valu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owed “that scope and
curricular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of German have always been dependent on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and
that they are subject to fluctuating perceptions of the exchange value of the language on both centr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Prof. Adrian Hsia of the University of McGill was delighted that the first two papers
examined Nietzsche from two entirel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avid Honey also expressed his great
appreciation to Werner Hess’s fresh viewpoints.

        After a brief tea break, Dr. James A. Stewart, J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nounce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last panel “Germany and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three papers on this panel traced the influence of three different German schools of thought on
modern China. In her “Karl Marx, German Marxism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r.
Cindy Y. Y. Chu from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not only reexamined the socialist ideas transmitted
to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ut also reassess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f. Xu Youwei of the China’s Textile University and Dr. Danny Paau’s studies
converged on the point that for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German fascism characterized by
discipline, absolute obedience and tightly organized social system could be a solution of China’s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Xu Youwei’s “German Fascism in Chinese Eyes: With Reference to Qiantu
Magazine” demonstrated how the progressive Chinese intellectuals’ penchant for German fascism was
reflected i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agazines in the 1930s. Danny Paau went further to point out in his
“German Fascism as a National Model for Republican China” that, having experimented different Western
reform models,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at period became convinced that German fascism was the
ideal reform model for China. Although Dr. Lau Yee Cheung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unable to show up, his written report which was read out by Ricardo Mak contained constructive comments
on Cindy Chu and Xu Youwei’s works. He expected Cindy Chu’s paper to be a part of a great project, for it



brought up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required further examination. Similarly, he believed that Xu Youwei’s
paper could be expanded into a specialized study of German fascism in China. For Ricardo Mak, the
discussant of Danny Paau’s paper, the fact that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yearned for a nazi-styled
government invited us to compare the fate of China and German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Germans.

        Prof. Pan Qichang, Director of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ncluded the symposium by giving a lecture “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949: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rof. Pan's broad but brilliant analysis not only recaptured the course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but also threw light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n different
realms in the 21st century.


